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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中
心，起源于1934年西北红军成立的陕甘边军事
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予以撤销。陕甘宁边区对经
过长征后大量伤亡的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和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习仲勋同志在为《陕甘宁边区史》所作
的序言中谈到：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
地，是指导全国人民革命运动胜利的摇篮，是传
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中枢……不
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
富经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新中国
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陕甘宁边
区是新中国的前期雏形。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文
艺史料，有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建设
上的历史经验。

近年来，学界对延安文艺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但对于作为儿童精神给养来源的儿童文艺关
注和研究严重不足。人们谈及抗战时期的儿童
文艺作品，更为熟悉的是大后方、沦陷区的作品，
如苏苏（钟望阳）的《小癞痢》、贺宜的《野小鬼》
等，对于根据地解放区的作品，熟悉的是华山的
《鸡毛信》、峻青的《小侦查员》等，很少涉及陕甘
宁边区的作品。《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解放区文
学大系》中也极少收录陕甘宁边区的儿童文艺作
品。事实上，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格外重视儿童
的教养工作，文艺界联合教育界调动了多种少年
儿童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其进行文学、思想及
全方位的教育启蒙，尤其重视抗战教育和劳动教
育。这一时期涌现出刘御的儿童诗、严文井的童
话、丁玲与柯蓝的儿童小说、胡沙的儿童戏剧、董
纯才的科学文艺，还有版画、连环画、歌舞、谜语
等多种形式的儿童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
一定成熟，但是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边区少年儿
童的生活样态和精神状貌。陕甘宁边区的作家
笔下，大致塑造了以下四类儿童形象。

战争中的苦难儿童

抗日战争时期，无数家庭在战火中支离破
碎，大量儿童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这些难童不仅
失去了亲人的庇护，更时刻面临着饥饿、疾病和
死亡的威胁。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孩子们稚嫩
的生命成为战争最触目惊心的牺牲品。陕甘宁
边区的作家们秉持着现实主义原则，真实描绘了
难童的悲惨生活。公木的诗歌《孤儿叹——寄调
小白菜》（1941）写出小小难童的悲苦：“爹娘被
杀房被占呵！小小年纪走四方呵！”“日落西天无
处睡呵！想起爹娘泪汪汪呵！”柯蓝的诗歌《小盲
女》（1942）关注到了残疾儿童群体，小盲女幼小
的身体与残缺的感知是生命苦难的象征，诗人不
忍耽溺于她的痛苦，而是借想象小盲女重获光明
表达出对新生活的渴望。侯唯动的诗歌《童
工——看张仃同志抒情画展而作》（1941）刻画
了为谋求生路成为童工的孩子，“看你跌坐的样
子，活像空空的一条布袋，枯黄的手无力地捻着，
这条挂在脖项上的草编的绳”“紧闭的嘴唇使沉
思凝在心里”“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垢污的肢体，沉
默在脸上盖蔽不了忧伤”，诗人忍不住发出追问：

“小孩，你为么就有了中年人的悲郁呢？”描画出
底层儿童遭受到战乱与贫困双重折磨下的面容，
令人唏嘘不已。刘御的诗歌《两个小鬼》（1940）
记录了两个小战士之间的私语，新来延安的“小
上海”因想念家乡而伤心落泪，参军三年的“小东
北”安慰他的同时，也回想起“九一八”和自己亲
人的惨痛经历。萧三的诗歌《给儿子阿郎》
（1939）中，诗人向儿子介绍了这些受苦受难的
小同胞：“他们成千的失去了爹娘——到处流
浪。他们成千的被炸成灰烬，无辜遭殃。他们成
千的被日本强盗掳去，运到异乡。想养大他们去
当炮灰，作奴隶，想叫他们去杀自己的父母，兄
弟，先使他们忘掉自己的语言，来历。”诗人用深
情的语言讲述了战火中孩子的不幸命运，揭露了
敌人的险恶用心。李又然的诗歌《给弟妹们——
并且给“少年剧团”全体同志》（1941）用第二人
称与孩子们对话：“看年纪，你们的‘责任’是游
戏。但是你们，竟也已经受尽了民族的苦难。你
们中间，有的，不是还小得脸都需要妈妈或姊姊，
亲手洗吗？却也奔走于大江南北，像越过一条小
溪。你们用流亡，代替读地理；用参与历史的改
造，代替读历史；用捉汉奸，代替捉小狗，小
猫……”孩子们在本该无忧无虑、读书学习的年
纪，却承受着国仇家恨，到处流亡……这些作品
中刻画的苦难儿童令人怜惜、心痛，更激发了人
们对侵略者的痛恨与反抗情绪。

战争中的英雄儿童

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
模的故事，其中也不乏少年儿童，他们不怕牺牲，
舍己为人，体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感和视死如归的
英雄气概。陕甘宁边区的作家们也塑造了多个
这样的英雄儿童形象。《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1937）是抗战小说中的名篇，这是丁玲到达延
安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讲述了掉队的小红军借
住在村民家中，被白军抓捕，危急时刻他真诚地
请求敌军长官：“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把，留
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小红军以崇

高纯粹的信仰和博大的胸怀感化了敌军。白军
连长大声喊道：“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
比他！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
里？”据说这篇小说在当时感动了大量国民党战
士，调转枪口一致抗日，其作用不亚于“三千毛瑟
精兵”。柯蓝的小说《一只胳臂的孩子》讲述了

“我”发现儿童团中一个孩子的“右衣袖搭拉着甩
来甩去”，忍不住进一步追问，那个腼腆的孩子只
丢下一句：“问它干吗，没有这一只胳臂不是一样
打鬼子吗？”说完一溜烟跑掉了。原来这孩子在
站岗时遇到鬼子来扫荡，他挥舞着镰刀提醒其他
孩子快跑，被鬼子砍下一只胳臂，当场昏死过
去。听到这里，那些顽皮的孩子都低下头去，揉
着眼睛。讲故事的老者嗓子也沙哑起来：“这孩
子不愧为中国孩子，有骨气！”读完小说，孩子的
那句朴实却掷地有声的话语让读者深受震动，战
争让他丢掉了一只胳臂，但他没有丝毫的委屈和
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抗
敌精神。这篇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成熟，从最初
的印象层层深入，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将老人
和孩童的只言片语一片片拼贴出了“一只胳臂的
孩子”的勇敢崇高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
篇和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堪称边区儿童
小说的典范之作。

董均伦的小说《村童》（1942）讲述敌人偷袭
村子，在交战中，驮着两口袋洋钱的白马无人驾
驭四处乱跑，而那两口袋洋钱是给八路军战士解
决棉衣问题的。在熊熊烈火中，一个13岁的孩
子英武地骑上了没有马鞍的白马，并驯服了这匹
受惊的烈马。之后，他两次冒险前来向连长报
信——因为熟悉地形，他知道哪里有突破口可以
撤退。最终，战士们成功突破了敌人最薄弱的包
围圈。当连长要拿洋钱感谢他时，他却坚决不
要，只是一心想要参加八路军。这篇小说的主人
公虽然只是一个村童，没有经受过任何军事训
练，但是他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在关键时刻扭转
了战斗的局势，令人异常钦佩。作者在描写他刚
来报信时“手不住地提着裤子跑，一张小方脸透
露出惶惑而紧张的神情”，十分真实地勾勒出一
个裤子不合身的贫苦孩子初见战火的本能反应；
当他跃上马背迅速驯服白马时“他圆圆的眼睛闪
烁着光芒，眉毛随着动作飞舞着”；而最后他要参
加八路军时，眼神坚定而执着，初步显露出一个
未来战士的英勇本色。这些英雄儿童形象的塑
造，既是对抗战精神的弘扬，也是抗战宣传教育
的利器。他们虽没有姓名，却成为万千少年儿童
的榜样，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延安的“红小鬼”勤务兵

“红小鬼”最初是对中国工农红军中小战士
的称呼，后来也泛指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军队中的少年儿童。“红小鬼”是中国革命史上的
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战火和军队中长大，为革
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红小鬼”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勤务兵。抗战时期，“文
协”“文抗”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身边都配备了一
个勤务兵负责协助他们的饮食起居，这些勤务兵
多是十几岁的孩子，出身贫苦，没受过什么教育，
工作中难免出现贪玩、贪嘴、偷懒等小毛病。因
他们多与作家打交道，自然就被作家纳入了创作
视野。

柯蓝的小说《背乌龟的孩子》（1942）通过打
扫卫生和打饭两个生活场景表现了“红小鬼”刘
金做事马虎敷衍、爱占小便宜的毛病。比如扫地
时，刘金从门口往屋里扫，扫地前不洒水，随便划
拉几下，纸屑烟头都没扫掉，还弄得满屋尘土；到
了开饭时间，他先打一碗菜藏起来，很没礼貌地
招呼大家来打饭，最后再给自己留一份菜，一个
人占两份，害得大人们都不够吃。“我”对他表达
了不满，他不服气地说：“你要去报告就去报
告！我就不愿干这个活的！我早晚要闹枪杆子
去！”原来，少年胸中是藏了不痛快的，他不愿
学习文化知识，一心想扛枪上战场，那样才痛
快威风，这其实反映了战时少年儿童的普遍心
理状态，向往战场却对战争十分懵懂。然而，
作者并没有将刘金当作一个反面角色来写，而
是让读者感受到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有着孩子的懒惰、嘴馋、自私、嘴硬等通病。当
刘金受到惩罚，背上乌龟的木牌，被大家嘲笑
时，他的自尊心开始觉醒，想各种办法遮挡牌
子，头低下来了，神色也没有以前那么凶
了……最后的结局作者没有按套路写刘金变
成了先进分子，只是写他的顽固有所松动，态度
也开始转变了。这是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
则，没有为政治宣传而刻意虚构拔高，符合人物
的性格发展。

丁玲也写过几个“红小鬼”。比如回忆性散
文《杨武城》（1937）中的杨武城，既是丁玲的小
鬼，也是战地服务团的一员。他虽然忠诚，但是
脾气不小，一听说不让他上前线，他“脸气得红红
的，浓浓的眉毛蹙紧在一道”，大声地嚷着：“要换
就快些，打条子给我吧！我要上队伍去，扛枪就
扛枪……不打条子，我就开小差，那时莫怪
我……”就是这样一个执拗又粗鲁的小鬼，在发
大水时冒着被淹没的危险跨河来接丁玲，没有丝
毫犹豫和畏惧，令人大为感动。丁玲的另一篇小
说《入伍》（1940）写了勤务兵杨明才的故事。他

一心想要扛枪，不愿做勤务。管理员派他护送一
位叫徐清的新闻记（前方战士对文化人的称呼）
去团部。一路上徐清总是耽搁时间，半夜鬼子打
来了，杨明才把徐清从睡梦中拉起来掩护他逃
走，又找到一个小窑供他栖身，自己多次出去探
路。徐清千百次地告诉自己：这小鬼不会再回
来了。而杨明才不但每次都回来了，还给他带
回了干粮充饥，徐清“忍不住把他兄弟般的抱着
了”。最后他们成功脱险，徐清对这段经历大加
宣传，杨明才却依然坐在角落嫌弃着这项工作，
盼望着回到队伍上去。这篇小说中的新闻记徐
清和勤务兵杨明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徐清身
上具有文人的特性：理想主义、自视甚高、自由
散漫、依赖他人，在艰苦危急时刻越发透露出文
人的软弱无力；而不喜欢这份工作的杨明才从
未想过抛弃拖后腿的徐清自己逃跑，他时刻牢
记着自己的责任，直到把徐清安全带回大本
营。其间这个少年像老年人哄孩子一般照顾徐
清，而身为成年人的徐清却如孩子般把杨明才
看作救命稻草——这个身份颠倒颇具讽刺意
味。小说的最后，杨明才对自己的“英雄壮举”
并不在意，因为这不过是他习以为常的“分内之
职”罢了。

延安的这几个“红小鬼”勤务兵形象塑造得
真实、饱满，非常出彩，和以往完美的小英雄形象
完全不同，他们顽劣、任性、狭隘、自私，但也善
良、淳朴、讲义气、能吃苦，既有底层人民的朴实
顽固，也有孩子的天真狡黠，他们的性格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成长变化着的，他们的自尊心、责
任心、大局意识、爱国思想都在不断增长，令人相
信他们终将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三类儿童形象，无论
是遭遇悲惨的苦难儿童，还是令人钦佩的英雄儿
童，抑或是优缺点并存的“红小鬼”，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扛枪打鬼子，为亲人报仇，跟
着部队走，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孤儿叹——寄
调小白菜》的结尾孤儿喊出“一心加入游击队呵，
打了胜仗回家乡呵！”的心声。刘御的《这小鬼》
（1941）中的勤务兵小鬼每天学认字、学拿笔、学
吹号，勤学苦练，目的就是“让我到前线，参战去
杀敌！我是河北人，我要打回老家去！”《背乌龟
的小鬼》《杨武城》《入伍》中的三个“红小鬼”更是
心心念念要扛枪上战场。刘御的儿童诗《梦》
（1938）更是借用了儿童思维与儿童想象，满足

了儿童想要上阵杀敌的愿望。梦是不需要遵循
现实逻辑的，孩子们可以飞去前线！打鬼子用什
么武器呢？“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个。
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天上降尿的
场景好似瓢泼大雨，像洪水一般淹死鬼子；孩子
的怒吼像打雷一样震慑鬼子。最后鬼子丢盔弃
甲、狼狈不堪，以此达成了孩子的愿望，实现了一
场狂欢化的杀敌盛宴。这首诗是“儿童本位”的
诗歌代表，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诗人能够
如此了解孩子的心理，用自在洒脱的形式写成这
样痛快淋漓的诗歌，实属难得。

这些孩子为何都想要参军杀敌？这是作家
的模式化写作还是为宣传抗战的刻意设计？二
者皆不是，只因这些儿童文艺作品真实体现了
那个时代少年儿童的共同心声。因为抗战不仅
意味着“儿童要与成人同等地承受战争创伤，更
重要的是儿童承担着与成人类似的抗战责任。”
毛泽东在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
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
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
新人。”抗战本身就是教育，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
一代少年儿童，用异乎寻常的韧性，锤炼出百折
不挠的决心，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他
们不是向往战争，而是向往共产党的军队，向往
保家卫国，向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这种凝聚着
儿童真实经历和真情实感的抗战精神，是最珍贵
和最牢固的。这种精神借由文艺作品传达出来，
又影响和教育了更多的少年儿童。

劳动“小模范”和边区“小先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贫困，生产落后，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加入到生产劳动的队伍中来，
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边区教育厅十分重视
劳动教育，边区的自编教科书《初小国语》第一册
中有这样的课文《两个好朋友》：“左手和右手，两
个好朋友，不论吃和穿，动手样样有。”为孩子们
树立了“劳动创造所有”“劳动无上光荣”的价值
观。另一篇《大家动手》这样写道：“我的手，会扫
地，爸爸的手会种地，姐姐的手会洗衣，妈妈的手
会缝衣。”一家人都辛勤劳动，文末的一句转折颇
有批判力量“有手不动手，好比猪和狗”，用最质
朴的民间比喻给孩子们讲述了最基本的道理。

又如刘御的儿童诗《学打铁》（1939）：“妈妈哈哈
笑，拿上梭镖去放哨。爹爹笑哈哈，拿起镢头把
地挖。姐姐哈哈笑，裁罢军衣剪手套。哥哥笑哈
哈，提上大刀去把鬼子杀、杀、杀！”将劳动与抗战
结合在了一起，体现出对抗战必胜的乐观态度与
坚定信念。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日常锻炼中，边
区的儿童都是劳动的好手，摘棉花、拾洋芋、除
草、放牛、养猪、栽桑树、割榆树条、编筐、拾
粪……样样在行，他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
也锻炼了自身的强健体魄。

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了劳动文化
两手抓的“小先生”。如刘御的《小阿毛》（1939）：

“大门开，小狗咬。谁来了？小阿毛。别瞧阿毛年
纪小，年纪小小本领高，会写信，会看报，会宣传，
会放哨。他当小先生，当得呱呱叫。”《何小宝》
（1945）：“何庄何小宝，本事真不少——拿起尺子
他会量，拿起铁秤他会吆，拿起锄头会种地，拿起
镰刀会割草。什么不懂他就问，什么不会他就
学。去年学会认票子，今年学会写条条。村里办
了黑板报，他就提笔学写稿。他写稿，写得妙：

‘大家来看黑板报。你会看，教别人，你不会看请
人教。’”《李有儿》（1945）：“李有儿，年纪小，去
摘棉花不弯腰。眼儿明，手儿快，过来过去真灵
巧。少说话，多做事，半天摘了一大包。和大人，
比一比，有儿不比大人少。你叫他，小英雄，有儿
听了眯眯笑。”这几首儿童诗生动地塑造了几位
典型的边区儿童形象，他们虽然年纪小，却学习
能力强，劳动速度快，很多方面不输大人，甚至可
以当大人的“小先生”。诗人通过他们展现了边
区的百姓生活，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活
力，符合人们对延安新生活的想象，从而吸引少
年儿童们向往延安、走向延安，拥抱一种崭新的
社会和崭新的生活。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文艺诞生于抗日战争的
隆隆炮火中，诞生于延安艰苦卓绝的生产运动
中，诞生于陕北黄土地上的一排排窑洞里，诞生
于进步作家的革命信仰中，诞生于边区少年儿童
的殷切期待中。这些作品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红
色教育的精神传统和育人经验，影响着一个时代
少年儿童的精神塑形和品格养成，今天仍值得我
们细细探究。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陕甘宁边区儿童文艺
研究（1934-1949）”（22BZW14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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